
了专用的演奏符号，“管色字谱的左方，加上许多直线，是用以表示时间长短的。因为要它易于了解而省些麻烦，所以

完全仿照简谱的方法写的，不过把它改横写为直罢了”（刘天华：《〈改进操〉说明》，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第１１７页）。工尺

谱的速度标记只有极慢板、慢板、快板几种，中等速度被划入了慢板的范围，演奏者无法确切地把握一首作品具体的

演奏速度。五线谱对不同的速度和表情有细致的划分。在刘天华的五线谱作品中，对速度、表情做了标记，使学习者

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乐曲的速度，体会乐曲的意境。刘天华乐谱的重视及其对记谱法的改进，改变了传统音乐人亡曲

灭的状况，促进了乐曲和演奏法的传播。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３－１０
作者韩星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责任编校　张秀丽】

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

彭　远

　　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缓和了毛泽东在联美抗苏战略和他依旧部分坚持的革命外

交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间接和巧妙的辩护，是对革命外交的局部抛弃，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回

归。它的提出和实施是６０年代的战争与革命外交和８０年代以来的和平发展外交之间的必要过渡，是中国外交史上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　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及研究状况

三个世界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

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

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

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２０
页］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又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

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第５２１页］１９７４年４
月１０日，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全面、系统地向世界宣示了毛泽东主席

的三个世界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

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

世界。”并郑重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

做超级大国。”（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１日，第１
版）由此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外交的新的战略思路和价值取向。

纵观已有研究，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肯定，一类是相对肯定。“高度肯定说”的代

表人物有李捷、姜安等。李捷认为，“文革”前和“文革”早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把可以争取的

中间力量拒之门外，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力求和平与发展的呼声的回应，为中国争取了可

以争取的一切力量；而且，这一理论使中国从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革命外交，转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是

中国外交史的转折点（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

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４８～６５２页）。姜安认为，正是由于毛泽东认识到国际社会矛盾的永续性和国际

力量间矛盾的辩证统一性，以及国际政治矛盾的斗争性和妥协性，才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旨在通过利益的相关

性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可以说，三个世界理论为世界秩序建构提供了新的价

值参照，为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向提供了务实且辩证的路径选择（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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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肯定说”的代表性学者有何理、李丹慧等人。何理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有绝对的进步意义，但是也存在明显

局限。三个世界理论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以意识形态、社会性质为划分标准的外交窠臼，转而将共同发展和

国家安全作为外交战略出发点，这些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已由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向维

护国家安全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思维模式延续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

线策略，即发展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反对最主要敌人，因而在随后的国际关系变化中显现出一定

的局限性；该理论对世界和平的持久性也明显低估，过度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危险（何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２１页）。李丹慧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以世界格局

从两极向多极的转换为背景、以中苏分裂和反对苏联霸权为动因而提出的外交战略，因此，它以建立最广泛的反对苏

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主旨，意在通过三个世界的划分，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抗衡苏联。但是，也

正因为毛泽东过分侧重中苏关系，因此三个世界的外交策略有相当的局限性。首先是外交思维的矛盾性，试图摆脱

意识形态的束缚，却又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套路；其次是外交行为的矛盾性，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为主旨的这一外

交战略虽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旧思路，但又陷入“以苏划线”的新束缚，口头上宣示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实际上却

是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最后，三个世界划分标准缺乏科学性，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

多重标准共存（沈志华、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世界知识》２００６年第１７期，第２４页）。

笔者基本赞同上述研究结论，但更倾向于相对肯定说，同时不同意该说所持的三个世界划分标准不合理的观点，

谨对这一问题再做一探讨。

二　革命外交的进一步转型和现实主义的回归

三个世界理论以主权国家的独立、安全、平等和发展的实际利益为目标，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划分敌

我标准的旧框架。它向世界宣布中国不称霸的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了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决心。可以说，三

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发展趋势的预判，是“文革”前及“文革”高潮时期的革命外交向和平发展

外交转向的一个重要拐点。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两大新认知。

一是对世界革命客观形势的认识产生了重大修正。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中国的世界革命外交因国际局势

的变迁已难以为继，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这些变化，使中国反资反帝反殖的世界革命战

略基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继续推进的可能。

二是认为苏联是比美国更大的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是对中国安全的头号威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以来，美苏

竞争中逐渐出现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开始实施战略收缩，而苏联的强权政治和全球扩张呈上

升趋势，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逐渐超过美国。虽然美国仍然坚持其反共国策，也一再阻挠中

国统一，但是由于美苏矛盾空前尖锐，美国为摆脱越战泥潭屡屡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包括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放风要

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时刻出面警告苏联，客观来看这时中美在反对苏联霸权方面已存在共同利益。以上形势，遂使

中国决策者得出了“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研判。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字面上同时强

调反对美苏两霸，而且在一系列反对两霸的官方表述中几乎都是把反美放在反苏前面，比如，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总理

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美帝和苏修“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周恩来：《政府工作

报告》，《人民日报》，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１日，第１版）。但是，不论在现实操作中还是具体的理论阐述上，中国都将苏联视为世界

和中国的头号敌人。邓小平在第一次正式宣示三个世界理论的联大讲话时指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

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

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邓小平文集（１９４９－１９７４）》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４６页］。如李丹慧所言，从某种

程度上讲，“这时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李丹慧：《毛泽

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９页）。

其次，以现实主义为逻辑基点，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很多学者认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依据是多重标准的

叠加。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划分的依据之一是是否以霸权主义为外交政策；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划分依据之一是

工业化水平的高低；第三世界与其他国家的又一划分依据是是否是前殖民地。但是，这种看似混乱的标准中，还是有

理可循的，即对旧有意识形态标准的放弃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逻辑的回归。一方面，以综合国力为基本标准。即以工

业发展水平、军事实力为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另一方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的框架，从争夺霸权和反

对霸权的角度来划分三个世界。用当时世界上通行的意识形态来看，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世界，都包括了两种社会

制度的国家。可见，其划分标准主要是基于现实考量的国家实力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暗含着实力决定国家利益及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无涉这两个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总之，革命外交时期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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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实际上让位于经济军事实力的国力和利益标准，看似混乱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标准客观上体现了毛泽东的现

实主义战略思维。而且，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的设定，赋予了第三世界作为反对霸权统一战线设想的

政治弹性，甚至可以将第二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组织’在新的‘合作平台’之上”（姜安：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２页）。事实证明，这有利于中国外交

平台最大限度的延伸，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最后，申明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明确了中国相应的国际责任。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对布迈丁的谈话中说过：“中

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逄先知、冯蕙

主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第５２１页］这实际上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际角色：不再是一个以“彻底打倒帝修

反”、颠覆现有国际体系为己任的革命国家，而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明确了中国新的国际

责任：“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这种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利益诉

求，使中国摆脱了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转而担负起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民族独立和促进民族解

放的大国角色。

综上，继联美抗苏之后，三个世界理论延续了我国外交的务实转向，反映出革命外交在我国外交史上逐渐消解的

过程，是对世界革命外交的重大修正。此外，该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集体身份之外，又赋予了中国发展中国家

即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身份。

三　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调整与发展

从１９６９年珍宝岛事件到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中国逐步确立了联美抗苏战略。此后，为具体实行和强化这个战

略，毛泽东先后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旨在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条线”思想是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的，他说：“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

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第４６９页）“一大片”思想是１９７４年１月

５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的，他说：“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

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第５１８页］其意图显

然在于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

但是，在几乎整个７０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出于避免核大战等复杂考虑，实行对苏缓和政策，进而在中苏之间态

度暧昧；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坚持认为苏联是爱好和平、同情它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剥削和欺负第三世界的头

号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和平发展，实行不卷入冷战的不结盟政策。所以

“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的实施遇到了很大阻力。针对这种局势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

列为需要反对的第一世界即霸权主义国家，认为它们在世界范围的争夺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号召所有受美

苏霸权伤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在提到两霸的时候，均是美在前苏在后，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担忧。但另一方面，直到８０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苏联是对世界

和平最大威胁的判断。从这个视角看，三个世界理论是迫于形势压力对联美抗苏战略及实施这一战略的“一条线”和

“一大片”的局部的策略性调整。

通过对“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和联美抗苏战略当时所遇到阻力的评估，部分学者认为，该理论实际上

是对“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抛弃。唐洲雁就认为，提出联美抗苏战略后，由于美苏共同主宰世界趋势的发展，毛泽东

进一步认清了美国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放弃了“一条线”和“一大片”，提出了同时反对两霸的三个世界理论

（唐洲雁：《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４４页）。对此笔者认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应

是在８０年代初才改变的，理由如下。

首先，１９７４年１月５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内容中不仅提到了“一条线”战略，而且也首次提

出了“一大片”的思想。在这次谈话１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就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从时间上看，“三个世界”理论更可

能是对“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调整和发展，而非抛弃。

其次，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报告的国际部分不再把美苏

并提，而此前连续三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是把美苏并提为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的。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８２年报告专门提到了“美国霸权主义”，而一次都没有使用“苏联霸权主义”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这两个在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政治报告多次出现的术语。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邓小平那时已经下决心实行不结盟政

策，与美国拉开距离，也就是放弃旨在孤立和打击苏联霸权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

另外，邓小平此后还有两次讲话。一是１９８５年５月４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领导人吴奈温时曾说：“我们过去曾

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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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个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

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７～３１８页）二是在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也

有过相似的表述，他指出：“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

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７、１２８页）邓小平的这两段话，很明确地

说明了“一条线”策略到１９８０年代初才被放弃。

客观地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在继续将苏联作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的认知基础上，对美国作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某种有限威胁的承认，是中国对自身所处的国际地位及与各国关系的更加客观的理解基础上对联美

抗苏战略的有限纠偏。三个世界理论在表述上将美苏等量齐观的表象，使不少人误认为中国放弃了联美抗苏战略，

但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及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主流来看，即便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强调独立

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结束了“一条线”、“一大片”之后，联美抗苏战略也始终没有放弃。直到１９８９年冷战结束，中

美两国始终将苏联霸权作为最大的威胁，由此构成中美合作的最大的战略基础。因此，三个世界战略是对“一条线”和
“一大片”的调整而非放弃，是对美苏可能的霸权勾结的警告，是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策略性让步，及对联美抗苏战

略的掩护和间接辩护。它始终没有真正触动联美抗苏战略。至多可以说，随着１９８２年开始的不结盟外交，三个世界

理论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调整更多地从形式走向了实际。

四　对两大外交支柱间矛盾的缓解

在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之前，中国外交由两大支柱支撑，即联美抗苏和世界革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外

交添加了第三根支柱。７０年代的中国外交所部分坚持的世界革命，同当时实行的联美抗苏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方

面，在联美抗苏战略中，中国希望通过加强美国的力量来制衡并削弱苏联霸权；而另一方面，当时的革命外交又要求

中国的外交路线要站稳阶级立场，反对美帝，不向美国妥协。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为这两条支柱间的深刻矛盾提

供了缓和的空间。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外交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外交和革命外交色彩。１９６５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名为
《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的社论，首次提出了三个“反对”的任务和“世界革命”口号：“坚决反对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世界革命、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社论：《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人民日报》，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日，第２版）这种指导思想致使中国外交在此后几年

几乎处于全面停滞的状态。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间由于“反对各国反动派”口号的提出，致使１０年内与中国新建交的国家

只有１７个，而其中１６个都是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对外政策还不是特别激进的几年里建交的。１９６５年只与一个非洲国

家建了交。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４年时间里，不仅没有与一个国家建交，反而还因为输出“文革”，致使５３个建交国或半建

交国中，有近３０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些驻外使馆被迫关闭或外交关系降格，印尼等５个国家还先后与

中国断交（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５页）。

外交上的孤立在使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恶化的同时，还使中国面临日趋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其中最大的安全威

胁来自苏联。从６０年代初起，毛泽东就开始设想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并逐渐决定在对外政策上做出大幅度调整。在

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的思想（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１９５５－

１９７１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８４页）。自此，毛泽东部分抛弃了

其世界革命理想，逐渐转而与世界革命的头号敌人美国进行合作。但联美抗苏战略并没有完全阻挡毛泽东世界革命

热情的巨大惯性，即使是在与美国和解的同时，他仍旧坚持世界革命理论。世界革命与联美抗苏之间的这种矛盾，在
“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之后得到了显著缓解。首先，“三个世界”在理论上大大淡化了反帝反资反修的色彩，缓和了世界

革命和联美抗苏两大支柱间的内在矛盾。其次，“三个世界”的提出在实践中意味着毛泽东在“革命”方面做出了让步，

因为若要践行这个理论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和那些属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各国反动派”发展政府间外交关系。

再次，这些曾经的“各国反动派”中很多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因此“三个世界”理论是对联美抗苏战略包括一条线和一

大片战略的巧妙补充和辩护。总之，三个世界理论使中国外交开始逐步恢复到以国家利益为旨归的常态，是从传统

革命外交向和平与发展外交过渡的关键环节。也可以说，“三个世界”理论使“文革”后期的中国外交从一种僵化、单一

的病态中走了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同联美抗苏战略一样，成为邓小平可以接受的以非意识形态化为特

征的外交革命的出发点。

五　意识形态外交的残留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落脚点或者说基本逻辑是外交的非意识形态化。但是，这个理论中依然存在一定的意

识形态外交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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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毛泽东惯于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思考和观察问题。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阶级

斗争学说对毛泽东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从“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表述可以发现，该理论很看重国际社会中压迫

和被压迫的阶级关系，进而强调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邓小平在联大上的发言中：“美国

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

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

源地……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

强烈反抗。”［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１９７２．１———１９７８．１２）》第４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版，第３７０页］由

此可见，在“三个世界”理论中，毛泽东依然继承了列宁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

压迫民族的传统，其中第一世界国家是压迫民族，第二世界国家兼具压迫和被压迫的双重身份，第三世界国家属于被

压迫民族。

第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战争与革命理论强烈地影响了毛泽东对美苏的看法。列宁强调帝国主义之间重新

瓜分世界的对抗使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革命无法避免。毛泽东认为，美苏矛盾本质上就是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斗

争，它是长期的、尖锐的、无法调和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

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

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大事记（１９７２．１———１９７８．１２）》第４卷，第３７２页］再结合“三个世界”理论确立之后，中国仍然继续支援部分国家

共产党武装斗争的事实，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意识形态因素即使是在“三个世界”理论确立以

后，也存在相当的保留，这种保留同时存在于这个理论内部和与此理论无关的其他外交领域。

任何一种思想或者理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外交指导思想要从革命外交向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与发展外交

转向，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三个世界”理论中存在意识形态因素的某些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从策略上及短期来看，三个世界战略理论是毛泽东缓和和摆脱联美抗苏战略和他依旧部分坚持的革命外

交之间的冲突，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更少冲突、更多一致、更符合实际的思想和战略基础的一个重要努力。从战略和

长期来看，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的提出和实施，是继联美抗苏外交之后，中国外交走向非意识形态道路、彻底告别革命

外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战争与革命外交和８０年代以来的不结盟外交和和平与发展外交之间的

必要过渡。因此，它是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是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留给后人的宝贵遗

产，其历史地位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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